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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一脉 在朝不在野 
◆李紫君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0） 

摘要：斯舜威认为：“书家一脉，在朝不在野”。“古代学者，多为官，故

书法的发展与官场密切相关。不少书法大家，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

笔者认为，文字的产生和书法艺术的生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

物；反过来，它又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历代封建朝廷自然对书

法教育尤为重视。此一朝，彼一朝，今天的“书协组织”和高等院校应

当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加强学科建设，推动书法艺术走向繁

荣、走向世界。 

关键词：书法艺术；“中央政府”；书协组织；高等院校；学科建设 

斯舜威先生在《平闲堂书论•翰林杂记》云：“清人论清代书
法，曰：‘三百年来，书家一脉，在朝不在野’。”[1]纵观中国数千
年书法史，又何止是清朝？自古以来，“书家一脉”，都是“在朝
不在野”。斯舜威认为：“古代学者，多为官，故书法的发展与官
场密切相关。不少书法大家，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2]笔者
认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书法的本质属性使然。历史证明，书
法教育及书法艺术的发展由“中央政府”来主导是历史正统，是
时代的主流。书法学学科建设理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才能更
好地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助推书法艺术走向世界。 

一、书法的基本属性是为社会服务的，历代封建朝廷对书法
教育都尤为重视 

文字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书法以汉字为基础，因文字
的演变而生成，又因文字的美化以及书家情感的融入而成为艺
术。文字的产生和书法艺术的生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
物；反过来，它又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社会管理。服务于国家政治
和社会管理，是书法的基本属性；其次，书法艺术还具有认识本
质和审美本质，也就是说通过书法来认识社会、认识自然，通过
书法来反映自然之美、人性之美。 

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序》可称作是中国书论的开山之作，
虽然不是专论书法的著述，但它是最早讨论文字创始的理论文
章，不仅阐述了周代以前文字的源流，还介绍了自周代到秦文字
的演变史以及文字的社会本质。“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
君子所以施禄下，及居德则（明）忌也。”[3]许慎认为，仓颉初造
文字首先是服务于“庖羲氏王天下”的。所以，在文字书写中，
字与字的连结，每个字的形势及其结构，都显示出书写主体的某
种情感意绪。惟因这种情感意绪与形象相结合，才使文字具有审
美价值和美学意义。文字因其用而衍生，历经数千年依然被人们
使用着；文字因其美而发展，从最初的甲骨文演变出篆隶真行草，
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表达书家精神情感的艺术形式。 

汉•蔡邕《笔赋》云：“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叙五
帝之休德，扬荡荡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传
六经而辍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于幼昧兮，赞幽冥于
明神。”[4]从历史的角度看，书法艺术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同它用
于赞美统治者的功绩分不开的，如商周青铜器铭文和秦刻石的文
字的书写等等。蔡邕在其《笔赋》中更是从叙赞帝皇德勋、传扬
经典、序人伦、颂鬼神等多个方面来强调了书法的美。《笔赋》
又云：“上刚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图和
正直，规矩之极也”。[5]蔡邕的意思是说：刚强而柔韧的文字，是
用来树立天地间之正气的；文字革故纳新而不断简化规范，是用
来理顺四季之秩序的；点画规范的文字，可以确立最合理的规矩。
在这里，蔡邕讲的不仅仅是文字的社会功用问题，还阐发了书法
艺术之美。 

因为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能够“纪纲万事，垂法立制，
商典用宣，质文著世”，[6]数千年来，中国又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

国家，宋以前，尚未发明雕板印刷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
管理事务性工作更加繁杂，大量官方文书的抄写工作要由“刀笔
吏”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写手的极大需求。所以，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代“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书法教育，设置官办书学机
构，不断完善书法教学体制，颁布汉字书写规范，有力地推动了
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古代书法教育主要由三种形式：官学、家学、师授。官学中
的书法教育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而家学、师授是官学的重要
补充。官学在中国起源很早，夏、商、周三代，都有官办学校，
只是称谓各有不同。在西周以前，书法教育以官办教育为主，不
允许开办私学。至春秋末年，“王官之学”失坠，孔子设馆授徒
之后，开始“学术下民间”，“故私学兴盛焉”。[7]西周时期，书法
教育已经成为贵族子弟接受启蒙教育内容，即六艺：“礼、乐、
射、御、书、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规定：“八岁入小学，
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8]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下令“书同文”，在文化
上实行专政，将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
《博学篇》共 20 章颁行天下，以此达到规范使用文字的目的。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书法教育的“正体”标准，体现
了统治者在书法教育上的大一统意志。 

大汉王朝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余年。朝廷设立书法专科
学校，颁布文字书写范本，加之东汉时期纸张的出现，书法在民
间得到普及，篆隶真行草等各种书体逐步完备且趋于成熟，书法
已经真正成为一门艺术。汉武帝刘彻为了培养地主阶级的统治人
才，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再兴“太学”，“以养天下之士”。至汉
质帝时，在京城的太学生人数已有 3 万余人。“太学”的建立，
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国立大学制度的正式确立。晋•王羲之《笔
经》云：“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9]江式《论书表》云：
“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语方献篆，无出邕者。”[10]

庾肩吾《书品》云：“师宜官鸿都为最，能大能小。”[11]鸿都，亦
称鸿都门，是东汉灵帝刘宏光和元年始官方开办的专科艺术学
校，学生专习辞赋书画。在书法方面，主要学习鸟虫篆、八分书
和蔡邕的笔法。鸿都门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书法家，代表人物有
师宜官、梁鹄、毛弘等。同时，朝廷对太学的管理与教学是非常
重视的，专门设置“太常”一职，在朝中位居九卿之首，专职掌
管文教事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的治世主张。
用今天的话说，加强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首要
任务。汉代在太学还设置书学博士，专司书法教育。石刻和简帛
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朝廷为了规范文字的书写体制，专门在
太学门前竖立石碑。北魏•江式《论书表》云：“左中郎将陈留蔡
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
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12]汉灵帝时，蔡邕曾采用李斯、曹喜
的方法改变古今异体字，奉诏在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经文，
世称《熹平石经》。此目的是校勘经文，实质上成为我国古代由
“中央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书法范本，它提高了书法在整个文化
领域中的地位，并为后世书学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在太学生的
选送上，也有明确规定：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汉
代尉律还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
吏；又以八体试。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
辄举劾之。”[13]这是对臣僚子弟的基本要求，对有权继帝位的皇家
子弟的要求自然会更高。“秦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14]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专门撰写《帝范》赐予皇太子，要求皇太子“博
览百家，精研六艺”。[15]可以说，汉室朝廷设立鸿都门学，使书
法教育从“书写教育”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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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鸿都门学改变了以儒家经学为唯一
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文化教育的一
大贡献。统治者建立太学，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加强中
央集权，但客观上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
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繁盛，大规模的佛经抄写需要培养
大量的抄经手，对抄经手的培养也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巨大发展。
晋武帝登基之初，政治开明，重视太学书法教育，“立书博士，
置子弟教习”，标志着国家专门的书法艺术教育机构正式确立。
《三临辟雍碑》[16] 载：晋武帝曾三次莅临太学视察教务工作，对
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并设宴班飨，对学校
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 

隋代始行科举，初创书学，书法正式进入官方高等教育殿堂。
[17] 至唐代，开国帝王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兴办教育的基本政策，设
置文化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设置官办书法专科学校“弘文
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这时候，由于文字自
身的发展演变已与周秦汉相去甚远，经书文字多谬，颜师古曾受
命考定《五经》，著《五经定义》与《干禄字书》颁行天下。在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贞观”盛世，由锐情经术、酷爱书法的
开明君主唐太宗李世民最后完成了书学的建立与完备。唐、宋两
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教务。宋代崇文重教，皇室
子孙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有好几位皇帝在书法上都有很高的造
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酷爱书法，创瘦金体。书学，于唐代始，
历宋、元、明、清，皆为中央官办高等学府，专门从事正统、主
流的书法教育。 

二、书法艺术追求“中和”之美与“道法自然”，朝廷大员
是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自汉武帝开始，对诸侯王实行分土不治民制度，大小官
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巩固封建帝国就需建立和控制庞大的官僚
机构，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
法思想的人才，这样才能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各郡县得以贯
彻实施，从而维护国家的统一。为了解决人才来源问题和培养“德
才兼备”的人才，朝廷和地方政府既重视官办学校的建设和管理，
更重视皇室及官宦子弟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体，以道教、
佛学文化为补充的文化体系，儒释道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始
终。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仁义，道家强调自然和谐，佛家注重自身
修养，所以，古人云：儒家入世，以儒治世；道家隐世，以道治
身；佛家出世，以佛治心。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之后，儒教就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儒家讲“学而优则
仕”，也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官治世。所以，古代无
论官学，还是私学，所教授的都是儒家经典。文字是文化传播的
载体，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又是官宦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必修
课程，所以，儒家文化对书法的影响自然是巨大的。 

汉•赵壹的《非草书》从儒家大一统思想出发，对草书进行
猛烈抨击之后，明确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
的理念和价值范式。《非草书》的最大历史贡献在于赵壹将书法
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
个儒家文化形象——书家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
旨”，[18] 书法的审美从此确立了一个影响至今的模式——文化认
读模式。《非草书》确立的书法的价值体系，成为汉代以后书法
理论所论述的首要文化内容。 

儒家讲德、才并重，并对德的要求特别重视，认为道德是才
华的根本，注重人品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的统一。在儒家思想
的影响下，书法的创作也必须要讲诚信，书写的规范就是诚信的
一种具体表现，包括书法作品的落款、钤印，不仅仅是为了章法
布局、美观、宣传个性、色彩对比的需要，也代表着书家的责任
感和诚信。儒家的“中和”观念，既指人自身之内情与理的和谐，
也指人与对象之间的和谐，以“中和”为美的美学观是儒家美学

的核心。书法艺术中所讲的“中和”，是指书法家在进行作品创
作时，“五合”交臻，神融笔畅，正奇俱妙，即包括书法的适中、
匀称、平衡、平正、调和等审美标准，“中和”之美也是书法审
美的最高理想和指导原则。历代书法家极为推崇“中和”之美，
并以此为学书和做人的最高境界。 

在古代，道教和佛教文化是靠“师授”的方式传承的。封建
社会里，许多官宦子弟进入官场后，面对繁杂的社会管理事务和
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会去道家学说或佛学文化中体验人生哲学，
以寻求心灵的慰藉。如果说道教与书法在先天上就有内在的关
联，佛教与书法在后天上更有必然的联系。当为官治世的朝廷命
官提笔作书时，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修为体现在书法创作
上。西汉•杨雄认为：“书，心画也”，[19] 清•刘熙载则直接说：“书
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20] “心
正则笔正”，[21] 古人早已把书学修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已经
将这种做人做事的理念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艺术人生。 

道教与书法的关联使得书法艺术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因
此才能用最为简单的黑白，表达最为深刻的世界本源。古代许多
书法家深受老庄思想影响，从道家的哲学思想出发，来探寻书法
的本源，认为书法是“观象于天”、“观法于地”的产物，“书”
取法于自然之象，依照自然的变化运行法则而作。自然界万物的
有序运行，是书法艺术的生成、书法艺术美的物质基础，也是书
法艺术之美的本源。所以，汉朝左中郎将蔡邕《九势》云：“夫
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22] 在
老子看来，自然界的万物都是阴阳相合，自然之道就是平衡。秦
朝丞相李斯认为书法的微妙之处，就在于文字的书写规律是与自
然界的运行规律相契合的，所以他在其《用笔论》中说：“夫书
之微妙，道合自然。”[23] 自然界万物万象均是因阴阳的对立、变
化、运动而构成。由于阴阳对立面双方的消长、盈亏、兴衰，因
而有刚柔、动静、强弱等的多样统一和变化。这种对立面的变化、
运动就是“形势”的体认与模拟，或者说，是它的体现。书法家
用笔的轻重、疾徐、浓淡、断续、方圆，分行布白的疏密都以天
地的阴阳、刚柔运动规律为依据。唐代兵曹参军张怀瓘《六体书
论》云：“夫物负阴而抱阳，书亦外柔而内刚，缓则乍纤，急则
若灭，修短相异，岩谷相倾，险不至崩，危不至失。”[24] 因此，
作为书法艺术，无论是用笔，还是章法上，也应阴阳兼具，辩证
得之，便是内外、刚柔、缓急、长短、上下、险夷、黑白等等之
间的阴阳平衡。有了这种平衡，书法就会有风神，有神韵，有情
趣。晋代右将军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云：“阳气明则华壁
立，阴气太则风神生。”[25]  

古代书家研究书法艺术总是从天地阴阳自然中去取法，去感
悟，去寻觅意象、韵律与形式。譬如王羲之论横画如排云，作戈
如弩发，作点如坠石，作竖如万岁枯藤等，都是一种自然美升华
为书法艺术之美。唐代秦王府参军、弘文馆学士虞世南《笔髓论》
云：“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
性通变，其常不主。”[26] 书法艺术从自然发源，以自然为对象，
按自然万物的多姿多态来构造其形体结构和章法布局。但是，经
过书法家的创造，又达到新的自然状态，对自然又有所生发、有
所升华。书法之意象，不是对自然万物的简单摹拟，而是一种经
过加工而成的艺术品；并且，最终这种艺术品又达到了类同自然
的境界。所以，刘熙载《书概》云：“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
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27] 从主张
“肇于自然”，到主张“造乎自然”，不仅揭示了艺术与生活之间
的辩证关系，更是书家在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上有了质的升华。阳
动阴静，阳刚阴柔，阳舒阴敛，阳实阴虚，书家不但能得自然之
形质，还能活泼地变化出无穷的形势来。道法自然，造乎自然，
这便是书法艺术的玄奥之妙。 

据清代康熙年间的《书画史》记载，自汉武帝始至明末，共
有 71 位善书的帝王。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不少帝
王也以善书而名传后世。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出自皇室而善
书的王公大臣，曾经在各级官办学校学习过书法的朝廷大员和地



2019 年 8 月（总第 210 期） 

 340 

文体艺术 

方官吏，更是难以数计。毫无疑问，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封建帝王、朝廷大员和善书的地方官吏，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三、书家一脉在“朝”不在“野”，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普及
理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也许有人会说：高手在民间，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比如：
隶书的创造者为基层小吏，晋•卫恒《四体书势》云：“下杜人程
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28]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云：“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29]王次仲作为一个身
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创造了八分隶书。传说大书法家蔡邕在鸿
都门外看到工匠用扫帚在墙上写字而受到启发，创造了“飞白书”
体。蔡邕本就是朝中重臣，自不必说；王次仲受朝廷征召不就，
自当别论；程邈却因为创造隶书，得到秦始皇的赏识而进入编制
成为“狱吏”。由此可以看出，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劳动人民
的创造，每一种书体形成一旦被官方认可，就会得到推广与普及，
而书体的创造者，也会得到朝廷的重用。飞白体由砌墙的工匠发
明，经过蔡邕的改造，为一种独特的草书书体，尽管对后世影响
甚大，但它不能直接服务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终究没有得
到官方的认可，其传播只能靠家学、师授，只能在民间得以传播。 

斯舜威先生在《平闲堂书论•翰林杂记》中说：“就现在的书
法现象而言，书法同样‘在朝不在野’。但此‘朝’非彼‘朝’，
不是指官场，而是指类似‘书法朝廷’的书协组织。”斯舜威先
生的杂文针砭时弊，但此一时，彼一时，在过去的“书协组织”
中，鱼龙混杂，但近些年来经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洗礼，“书协组织”确实得到了极大地净化。笔者相信，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书协组织”一定能够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
任。但是，笔者所说的“书法朝廷”，不仅仅指“书协组织”，还
包括各类开设有书法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全国三千多个官办
“书协组织”中的官员和一百多所高等院校的教授都是“书法朝
廷”的“重臣”，除个别兼职的，都是拿国家俸禄的，按照现在
时尚的说法，就是承担着书法教育和书法艺术发展的主体责任。
大学是传授高深知识的场所，“课堂教学是书法教育的主渠道”，
[30]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高等
院校更应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不断加强学科建设，推
动书法艺术走向繁荣昌盛，让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精神的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书法艺术，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更加光彩夺
目。 

推动书法艺术走向繁荣昌盛，就必须加强书法学科建设，这
是书法艺术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众所周知，自民国以
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书法学科建制
在 20 世纪终于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完善。陈振濂先生
认为：“当代书法的学科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书
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作为基础平台，需要借助于具有现代特色的观
念意识和思维方法来构筑书法学。”[31] 值得点赞的是陈振濂先生
主编的《书法学》、《书法美学》、《书法教育学》、《现代中国书法
史》、《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为我们建立起了一个轮
廓分明结构严谨的书法学科构建的专业化理论体系。但是，当代
书法学建设的力度和进程远远落后于书法艺术自身实践的需要，
书法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仍然落后于其他学科，也是不争的事
实。随着国家复兴传统文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书法学学科建设与
再升级也是势在必行。笔者认为，顺应时代要求，结合时代特征，
构建书法一级学科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
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普及，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北京学者彭利铭在《文化只能交流不能接轨》一文中用大量
的事例来阐述他的观点：“文化很容易相互启发，可以无国界地
域地互相学习借鉴，各自完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根本不
可能相互代替，中国的文化艺术也没有任何必要，也不可能去迎
合，去适应西方文艺”。“故此交流是必要的，接轨是行不通的”。
[32] 同时，他还引用吴作人先生的观点：“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

国际性的，首先必须是具有民族性。”[33] 这一看法，与鲁迅先生
的观点是非常契合的，鲁迅先生在《民族的脊梁》一文中说到：
“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西方没有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本身
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和西方的知识体系有
着天然的不同，我们没有必要纠结西方科学门类的划分，在艺术
学科建制上也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去设置，按照他们的
规则去出牌。我们应当有这种自信，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中国人
有中国人独立的文化品格、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价值体系，用
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扭转不了中国极贫极弱被动挨打的局面，所
以我们才用颠覆西方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中国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办法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建立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的历史飞跃，从而
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不仅
坚信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所创造的理论是先进的，所创立
的制度是优越的，更坚信我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强大的。文化自信
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基础，而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所以，我们要坚守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要让我们
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注定是要走向世界的。历史上，书法艺
术早已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这不足为奇，因为古代的日本、
朝鲜都认同儒家文化，很容易接受中国的书法艺术。改革开放之
后，有许多书画艺术家移居海外谋求发展，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
他们发现“艺术的弘扬要以国力为依托”，“强盛的祖国（才）是
艺术迈向世界的前提和后盾”。[34]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正是由
于数千年华夏文明的支撑，中华民族才历经万千浩劫而不衰。新
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文化艺术欣欣向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数十个
国家铺展开来，500 多所孔子学院和 1100 多个孔子课堂在世界
140 多个国家（地区）的不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作为最能代表
东方文明的书法艺术，也一定能够昂首阔步走向世界，为世界各
民族所认同。 

书法学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长远性的工程。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要走的路也许还很远，还很
长，但是，为了书法艺术的发扬光大，我们必须为书法学的学科
建制再升级戮力同心鼓而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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